
　 管理学季刊

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

— １　　　　 —

从 “入世治学” 角度看本土化管理
研究∗

□ Ａｎｄｒｅｗ Ｈ.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井润田

∗　 本文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变革环境下中国企业领导行为研究” (７１４３２００５) 资助ꎮ

　 　 摘　 要: 首先ꎬ 本文指出了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性ꎬ 这类研究不仅可以建立对于

理解当地现象的特定认识ꎬ 而且对于跨越文化边界推进一般理论知识具有重要意义ꎮ

具有挑战性的是ꎬ 我们提出了一种从事本土化研究的 “入世治学” 模型和方法ꎮ 本

文分别提供了一个中国和美国的实例ꎬ 讨论它们如何运用 “入世治学” 的原则进行

本土化管理研究ꎮ 最后ꎬ 本文对如何在中国情境下开展本土化管理研究提出了三点

建议ꎮ

关键词: 中国文化ꎻ “入世治学”ꎻ 本土化研究ꎻ 基于 “势” 的组织变革理论ꎻ

明尼苏达创新研究项目

一、 本土化研究的机遇与挑战

“入世治学”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要求研究者在最基本的层面上ꎬ 有反思地欣

赏和尊重本土人民和情境的独特价值ꎮ 人们的价值观和理解并不都是完全相同的ꎬ

每个人都可以为理解研究主题提供有用的知识ꎮ 此外ꎬ 本土化研究还需要一种方法ꎬ

使不同的地方性和全球性的团体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并为他们的观点架起沟通桥梁

(Ｂｏｙｅｒꎬ １９９６ꎻ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２００７ꎻ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 杨百寅ꎬ ２０２０)ꎮ 本文将对这些观点

在本土化研究情境下进行扩展ꎮ

“本土化研究”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一词具有多种含义ꎬ 包括对独特的当地现象

的相关研究ꎬ 这些现象可能具有也可能不具有全球影响 (Ｊｉｎｇ ＆ Ｄｏｎｇꎬ ２０１７ꎻ Ｌｅｕ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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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０９)ꎮ 我们将 “本土化研究” 定义为使

用当地语言、 当地主题和在当地有意义的概念

对当地现象进行的科学研究ꎬ 旨在提出或检验

能够在当地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解释和预测现象

的理论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这里ꎬ “主

位” ( ｅｍｉｃ) 和 “客位” ( ｅｔｉｃ) 观点 ( Ｐｉｋｅꎬ

１９５４) 有助于将主位观点与本土研究联系起来ꎬ

Ｅｖｅｒｅｄ 和 Ｌｏｕｉｓ (１９８１) 将其称为 “来自内部”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ｓｉｄｅ) 而不是 “来自外部”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的探究ꎮ 这里ꎬ 我们

同意 Ｔｓｕｉ (２００４) 和 Ｌｉ (２０１２) 的观点ꎬ 即科

学的本土化研究必须反映本地概念和情境的独

特性ꎬ 这也默认了需要接受当地的 (主位的)

视角ꎬ 而不是外来的 (客位的) 视角ꎮ 通过科

学的研究ꎬ Ｔｓｕｉ (２００４) 强调遵循科学界判定

的严格的探究方法来实现高质量的本土化研究ꎮ

学者对本土化研究进行了很多讨论ꎬ 但这

方面的认识并不统一 (井润田和耿菊徽ꎬ ２０１８ꎻ

李海洋和张燕ꎬ ２０１６)ꎮ Ｚｈａｏ 和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０９)

认为ꎬ 管理和组织学界在研究中国和其他国家

的文化嵌入现象时ꎬ 通常复制和延续的却是西

方 (尤其是美国) 的管理研究范式ꎮ 尽管这种

模仿对于正在努力学习和争取合法性的新兴学

术界来说可以理解ꎬ 但却扼杀了管理研究行为

和内容的多样性和创新性ꎬ 并产生了许多意想

不到的后果ꎮ 鼓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样

性对于提高管理知识的积累至关重要 (Ｂｒｕｔｏｎ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８)ꎮ 这并不是说任何事情都是被允许

的ꎻ 相反ꎬ 它启示我们需要将规范的ꎬ 甚至最

领先的方法应用于本土化研究ꎮ 我们不是通过

尝试适应和应用对本地情境不敏感的外来理论

和方法来同质化管理研究ꎬ 而是通过提出对本

地情境敏感的本地管理理论、 方法和制度来鼓

励其异质性ꎮ

西方研究对普遍性理论的执着导致我们为

了普遍性而牺牲准确性 (Ｔｈｏｒｎｇａｔｅꎬ １９７６)ꎮ 为

了寻求普遍和一般的解释ꎬ 我们忽略了管理和

组织现象的具体和特殊背景ꎻ 进行本土化研究

时需要我们在获得对特定情境的理解之后ꎬ 再

探索这种理解在其他环境中的适用性ꎮ 我们后

面将会给出一个美国本土化研究的例子ꎮ 正如

Ｎｋｏｍｏ (２０１１) 所指出的ꎬ 管理理论主要起源

于美国ꎬ 它通常被认为是普遍的ꎬ 但是许多学

者没有注意到这种 “普遍” 实际上是本土情境

所特有的ꎮ Ｍｉｎｎｉｃｋ (１９９０) 将这种错误的 “普

遍化” 定义为知识产生过程中的重大错误ꎮ 当

我们研究一个群体时ꎬ 所产生的认识被推断代

表一个通用的概念时 (如变革型领导)ꎬ 错误就

会发生ꎮ 紧接着在随后有关领导或管理的讨论

中ꎬ 前缀 “美国的” 就被去掉了ꎮ 相比之下ꎬ

就同一主题发言或写作的 “其他人” 在提到领

导力或管理理论时ꎬ 必须总是加上前缀 “非洲

的” 或 “亚洲的” (Ｎｋｏｍｏꎬ ２０１１: ３７１)ꎮ

管理和组织研究者很少注意到不同地区和

国家在管理实践、 文化、 结构和制度方面的差

异ꎮ 正如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２００２: １７７) 在上任美国

管理学会主席致辞时所强调的ꎬ “管理和制度力

量可以捕捉和解释国家和地区之间不同的管理

和组织实践ꎬ 全球管理研究界未来的最大机遇

之一就是接触并了解掌握它们”ꎮ 为了发展能够

表达和颂扬不同国家和地区独特背景的管理知

识ꎬ 本土化研究亟须进一步发展ꎮ 本土化研究

还为学者们提供了一种扬长避短的职业策略ꎬ

因为它侧重于研究他们熟知的本土文化和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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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的主题ꎬ 而不是那些他们不熟悉的ꎮ

二、 “入世治学”

我们提出ꎬ “入世治学” 为开展本土研究提

供了一种建设性的方法ꎮ “入世治学” 是一种参

与式研究ꎬ 旨在获取关键利益相关者 (如学术

界、 从业者、 政策制定者) 的观点ꎬ 以了解特

定情况下的复杂问题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２００７ꎻ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 杨百寅ꎬ ２０２０)ꎮ 根据定义ꎬ 利益相关

者是指在一个研究主题中拥有不同利害关系或

利益的人ꎬ 他们了解所研究特定情境的本土价

值和当地情况ꎮ 通过利用这些关键利益相关者

观点的差异ꎬ “入世治学” 产生的知识比研究人

员单独工作时更具有敏锐度和洞察力ꎮ

“入世治学” 需要研究者从根本思想上转

变ꎬ 以重新定义我们与所研究的主题ꎬ 以及本

土群体中与研究相关且必要的利益相关者 (其

他研究人员、 学生和从业人员) 之间的关系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 Ｊｉｎｇꎬ ２０１２)ꎮ 我们首先要认识

到ꎬ 我们的研究经常超出现有个人能力ꎬ 因为

我们每个人都是特定历史、 文化和学科训练的

产物ꎬ 因而不可避免地从一个有限的视角来审

视一个话题或问题ꎮ 如果我们走出自己的圈子ꎬ

让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研究过程中ꎬ 而不是独自

进行研究ꎬ 就可以更好地研究这些主题ꎮ

这种参与形式要求研究者为共同学习过程

的参与者ꎬ 并在研究中反馈其观点和兴趣ꎮ 这

关乎一个人对自身局限性的谦逊和对其他知识

生产者的尊重ꎮ 这并不是 “因为我们在知识生

产中没有发挥重要而独特的作用ꎬ 而是因为我

们 没 有 知 识 生 产 的 独 有 权 利 ” ( Ｅｄｗａｒｄ

Ｚｌｏｔｋｏｗｓｋｉ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Ｋｅｎｗｏｒｔｈｙ － Ｕ’ ｒｅｎꎬ ２００５:

３６０)ꎮ 当我们在这种深切的尊重基础上与不同

的利益相关者建立关系时ꎬ 我们就让自己成为

了现实世界中 “不可能的问题” 的解决者ꎮ

参与是一个学习型社群中研究人员和实践

者之间的协商和协作关系ꎮ 这样的社群共同产

生既能促进科学事业ꎬ 又能启发本地社群的知

识ꎮ “入世治学” 的学者不会将本地社群的人和

组织视为数据收集站点和资金来源ꎬ 而是将它

们视为学习场所 (创意工厂) 中的合作者ꎬ 在

这里ꎬ 从业者和学者通过测试可能的想法来共

同产生有关重要问题的知识ꎮ “大量的证据表

明ꎬ 民间和学术健康都会在学者和从业者之间

的交 流 和 倾 听 中 得 到 极 大 的 丰 富” ( Ｂｏｙｅｒꎬ

１９９６: １５)ꎮ 除了明确研究者的身份定位外ꎬ 本

土化研究还需要一种方法来吸引和连接利益相

关者的观点ꎬ 以获得针对研究主题的具体情境

的知识和更广泛的理论知识ꎮ 为了获得具体情

境的知识而进行的研究需要深入研究具体情境

的主题ꎬ 以了解其特定的本土特性ꎮ 这种在本

土化背景下对主题的特定理解ꎬ 为溯源式扎根

理论构建 ( ａｂｄｕｃｔｉｖｅ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提供了机会ꎬ 在这种理论构建过程中ꎬ 学者们

可以沿着抽象过程的阶梯向上移动ꎬ 以找到囊

括具体实例的一般案例和情况ꎮ 也可以沿着抽

象过程的阶梯向下移动ꎬ 应用和完善一般理论

知识ꎬ 了解该理论的边界条件ꎬ 以及其如何嵌

入或适应所研究的特定当地情境ꎮ 具体的特殊

知识和一般的理论知识是高度相互依存的ꎬ 两

者都需要进行严谨的本土研究ꎮ 具体情境的研

究需要对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ꎬ 以捕捉其

独特的本质ꎬ 并且需要在理论上 (更一般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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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知识) 解释该现象及其边界条件ꎮ

如图 １ 所示ꎬ “入世治学” 模型通过 “问

题规划”、 “理论构建”、 “研究设计” 和 “问题

解决” 四个阶段ꎬ 将获得具体知识和一般知识

的研究活动结合了起来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 Ｊｉｎｇꎬ

２０１２)ꎮ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２００７) 认为ꎬ 研究人员可

以通过让与观点相关的其他人参与到四个阶段

活动中ꎬ 从而促进理论和实践知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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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入世治学” 的钻石模型

资料来源: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 ２７.

　 　 (１) 问题规划———通过确定谁、 什么、 何

时、 何地、 为什么以及近期和远期问题如何存

在ꎬ 将研究问题或主题置于特定的情境或环境

中ꎬ 并对其进行定位、 研判和诊断ꎮ 要回答这

些问题ꎬ 需要与有经验和了解这一问题的人交

流和讨论ꎬ 并查阅有关其普遍性和边界条件的

文献ꎮ

(２) 理论构建———发展和调整合理的理论

或命题ꎬ 以解决特定情境中存在的问题ꎮ 发展

这些替代理论需要回顾现有的理论、 文献中涉

及正在研究的问题 /主题的研究ꎬ 以及与相关学

科和职能的知识专家的对话ꎮ 从本质上说ꎬ 所

有的理论都受它们产生的地方的文化和地区的

限制ꎮ 理论建设的任务是创造、 阐述和证明一

般的理论知识ꎬ 以解决其特定本土化背景下的

研究难题和疑问ꎮ

(３) 研究设计———收集经验证据以比较解

决研究问题的合理选择模型ꎮ 大多数科学方法

都是广泛可用的ꎬ 但是需要进行改进以适应所

研究的特定问题ꎮ 要做好这点ꎬ 通常需要从方

法论研究的技术专家和本地社群那里获得建议ꎬ

他们可以提供如何对研究和数据访问进行设计

的良好建议ꎮ

(４) 问题解决———交流、 解释和应用经验

发现ꎬ 找到哪些模型能更好地回答关于该难题

的研究问题ꎮ 研究人员与研究的目标受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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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定背景知识差异越大ꎬ 他们就越需要进行

沟通以理解和运用研究结果ꎮ 本土化研究通常

涉及两类受众———本土社群和相关科学界的利

益相关者ꎮ 这些社群有独特的文化、 假定和说

话模式ꎬ 与他们交流需要拥有与每个社群互动

的专业知识ꎮ 交流可以从书面报告和知识传递

演示开始ꎬ 然后通过对话来解释报告的不同含

义ꎬ 接着通过讨论甚至谈判来协调相互冲突的

利益ꎮ

如图 ２ 所示ꎬ “入世治学” 在实践中有许多

不同的形式ꎬ 包括: ①在利益相关者的指导下

进行基础科学研究ꎻ ②与合作者共同生产知识ꎻ

③为专业实践进行评估研究ꎻ ④通过委托人的

行动 /干预研究 ( ａ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有很多途径可以成为研究者并参与其中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２００７: ２６－２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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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入世治学” 的可能形式

资料来源: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 ２７.

三、 本土化研究的例子

现在我们举两个反映参与本土化研究的例

子ꎬ 一个是基于 “势” 概念的中国本土组织变

革理论开发ꎬ 另一个是美国情境下的创新管理

研究ꎬ 即明尼苏达创新研究项目 ( ｔｈｅ Ｍｉｎｎｅｓｏｔａ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 ＭＩＲＰ)ꎮ 之所以选

择基于 “势” 概念的中国本土组织变革理论开

发作为例子ꎬ 是因为它是我们参与的一个完整

经历了 “问题规划”、 “研究设计”、 “理论构

建” 和 “问题解决” 的本土化管理研究项目ꎮ

选择明尼苏达创新研究项目是为了表明所有的

研究都是基于其参与型的本土背景、 文化和

方法ꎮ

　 　 (一) 基于 “势” 概念的中国本土组织变

革理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井润田在成都公交集团进行

组织变革案例调研和访谈时ꎬ 该集团董事长陈

蛇讲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面对棘手的变革问

题ꎬ 变革者有时需要先制造一个问题ꎮ” 陈蛇也

讲了他在集团变革实践中是如何应用该思想的ꎮ

例如: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ꎬ 为了克服成都公交的经营

困难ꎬ 成都市领导决定引进澳大利亚和中国香

港投资方对企业改制ꎮ 改造后的成都公交集团

下属五家企业ꎮ 其中ꎬ 全资国有的为一公司、

四公司ꎬ 与外方投资者合资的为运兴公司、 巴

士公司、 星辰公司 (三家企业都是外方控股)ꎮ

每家公司除线路运营外ꎬ 也都下设场站、 维修、

广告、 物管等职能部门ꎮ 这样的架构非但没有

改善成都公交的财务状况ꎬ 反而带来了更多的

资源浪费和竞争ꎮ 首先ꎬ 各公司属于独立经营ꎬ

无法做到共用场站和保修厂ꎮ 四公司维修厂位

于北边ꎬ 即使它的车辆在南边坏了ꎬ 也必须要

拉到北边去修ꎻ 由此造成资源浪费ꎬ 成本居高

不下ꎮ 外方在与成都公交进行合资谈判时要求

拿好线路合作ꎬ 但成都公交也不愿放弃好线路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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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路重复和车辆竞争的情形难以避免ꎮ 例如ꎬ

一条线路 ５０ 辆车为最佳配置ꎬ 合作之后本该各

配 ２５ 辆ꎻ 但是好线路绝对不会均衡在 ２５ 辆ꎬ

往往对方会配 ３０ 辆甚至更多ꎬ 国有公司就可能

配 ４０ 辆ꎬ 甚至 ４５ 辆ꎻ 原本 ５０ 辆车就能满足的

线路ꎬ 合作运营后会远远超出 ５０ 辆ꎬ 最终导致

这条线路在恶性竞争中持平甚至亏损ꎮ 以上问

题存在了很久ꎬ 但很难解决ꎬ 一方面ꎬ 五家公

司由于控股股东不同ꎬ 很难协调ꎻ 另一方面ꎬ

虽然理论上可以通过收购方式把外资公司的股

份收购回来ꎬ 但是代价很大ꎬ 尤其对国有企业

来讲ꎬ 收购缺乏合法性和财力ꎮ 在这样的形势

下ꎬ 陈蛇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国有公交公司

的票价降了一半ꎬ 带来的结果是三个月之后另

外三家合资企业纷纷想让他把自己的股份收回

去ꎬ 原因是这三家公司撑不下去了ꎬ 它们跟国

有公司拼价格的话是撑不住的ꎮ 在此形势下ꎬ

成都公交集团用较低的价格就把股份收了回来ꎮ

当然ꎬ 以上实践智慧到底代表怎样的理论问题?

这成为开启组织变革本土研究 “问题规划” 阶

段的基础ꎮ

在 “研究设计” 阶段ꎬ 井润田在其富布莱

特访问研究计划期间开始与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教授合

作ꎮ 他们基于过程研究设计 (ｐｒｏｃｅｓｓ－ｂａｓｅ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ꎬ 深入调研成都公交集团组织变

革中的五个典型阶段ꎬ 分析了各阶段之间的关

联性ꎮ 这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ꎬ 调研企业给研

究者也提供了丰富的访谈机会和二手资料支持ꎮ

同时ꎬ 研究者开始在中国本土文化的框架上对

以上问题进行思考ꎬ 发现以上变革思想体现的

是一种 “顺势” 和 “造势” 的策略ꎮ 事实上ꎬ

“势” 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ꎬ 人

们很多认识与思维都与之有关ꎬ 如 “势如破竹”

“顺势而为” “审时度势” 等ꎻ 在创新与变革领

域里ꎬ “势” 被视为一种维持持续变化的力量ꎬ

对提升创新与变革成功率具有重要影响ꎬ 但前

期研究在这方面的理论开发并不成熟ꎮ

基于以上研究ꎬ 我们在 “理论构建” 阶段

归纳出解释组织变革过程的关键理论命题ꎬ 撰

写的论文 Ａ Ｙｉｎ － Ｙａ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Ｂｕｓ Ｇｒｏｕｐ 发表在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 期刊上ꎬ 这也

是在组织理论领域尝试用中国本土化概念

( “势” “造势 /借势” 等) 建构的理论框架

(Ｊｉｎｇ ＆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２０１４)ꎮ 该研究获得中国管

理研究国际学会 ( ＩＡＣＭＲ) 颁发的 “管理的中

国理论” 最佳论文奖ꎬ 以 Ａｒｉｅ Ｙ. Ｌｅｗｉｎ 教授为

首的评奖委员会专家认为该研究 “为中国情景

开发出了具有原创性的管理理论ꎬ 展示出中国

文化智慧在推动管理学理论发展方面所蕴含的

巨大潜力”ꎮ 基于以上框架ꎬ 井润田采用多案例

研究方法分析了持续的变革努力所形成的 “势”

对军工企业的 “军转民” 实践的影响ꎮ 研究发

现: 正向的组织势与负向的组织惰性对组织变

革的作用刚好相反ꎬ 军工企业在不同时期持续

推进的 “军转民” 变革行动更容易帮助它们打

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所形成的路径依赖性

(Ｊｉｎｇ ＆ Ｂｅｎｎｅｒꎬ ２０１６)ꎮ

进一步地ꎬ 我们回顾了西方文献中有关组

织 “势”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的研究以及这些研究在

后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ꎬ 比较了东西方文化在

“势” 的概念认识方面的不同哲学基础和观点ꎮ

在西 方 组 织 理 论 领 域 里ꎬ Ｍｉｌｌｅｒ 和 Ｆｒｉｅｓｅｎ

(１９８０) 做出了关于组织势的开拓性研究ꎬ 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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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沿袭了系统观、 行为观与现象观三种不

同视角ꎬ 但整个研究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就

逐渐停滞下来 (闫红和井润田ꎬ ２０１６)ꎮ 与西方

建立在结构论基础上的 “势” 概念不同ꎬ 中国

文 化 对 “ 势 ” 的 认 识 是 建 立 在 目 的 论

(ｔｅｌｅｏｌｏｇｙ) 基础上的ꎬ 体现为人们依据行动目

的对形势力量的认知ꎬ 具有结构性和能动性两

方面特点ꎮ 以上研究入选 ２０１７ 年美国管理学年

会的最佳论文集 (Ｊｉｎｇꎬ ２０１７)ꎮ

目前ꎬ 我们在 “问题解决” 阶段对以上新

提出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与应用ꎮ 例如:

对我国 ８４ 家房地产企业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土地购置

事件的分析表明ꎬ 不同企业在布局全国地产市

场时有不同的判断与认识ꎬ 在时间维度上具有

更高互补性的布局结构会带来更好的组织成长

势头ꎮ 该研究发表在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期刊上 (井润田和赵宇楠ꎬ ２０１９)ꎬ 其他情景下

的研究也支持了以上理论模型 ( Ｊｉｎｇ ＆ Ｚｈａｏꎬ

２０１９)ꎮ 以上研究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很多引用ꎬ

成为组织变革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ꎮ 例如:

Ｈｏｎｇ 和 Ｓｎｅｌｌ ( ２０１５: ７７１) 指出ꎬ 以上研究

“基于对 ‘阴阳’ 思想的应用ꎬ 发现新的变革

策略与 ‘无为’ 的辩证主题可以并行实施ꎬ 可

以相互补充、 相互强化ꎬ 进而展示出应用两种

对立变革态势的价值􀆺􀆺” 作为组织变革领域

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ꎬ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牛津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第 １ 版) 目前处于再版 (第 ２ 版) 中ꎬ

井润田受邀就中国文化视角下的组织 “势” 理

论独立撰写一章ꎬ 以弥补前期西方研究视角存

在的局限性ꎬ 这也增加了中国本土学者在组织

变革领域从事理论研究的 “文化自信”ꎮ

(二) 明尼苏达创新研究项目

１９８２ 年ꎬ Ａｎｄｒｅｗ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被聘为明尼苏

达大学管理学教授ꎬ 不久ꎬ 商学院院长 (后被

称为卡尔森管理学院) 戴维 􀅰 莉莉 ( Ｄａｖｉｄ

Ｌｉｌｌｙ) 写信给双城管理社群的高管ꎬ 向他介绍

学校的新教授并促成他们见面ꎮ 与双城高管的

会面促成了后来的参与型本土化研究计划ꎬ 即

明尼苏达州创新研究项目ꎮ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

中ꎬ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与公有和私有公司的 ３０ 多名首

席执行官进行了会面ꎬ 除了社交熟识ꎬ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还问每位首席执行官ꎬ 他们认为 “在接下

来的十年中ꎬ 他们的组织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

什么”ꎮ 在访谈中提到的所有问题中ꎬ 创新管理

是他们管理企业时最为关注的问题ꎮ 在感谢信

中ꎬ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报告了这个常见问题ꎬ 并询问

首席执行官们是否愿意参与开展一项有关创新

管理的研究计划ꎬ 约有一半的首席执行官表示

愿意参加ꎮ

１９８２ 年ꎬ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在一个研讨会上将管

理层的反馈展示给了全体教员和博士生ꎬ 激发

了一小部分师生进一步会面去探讨创新研究ꎮ

在当时的一次头脑风暴会议上ꎬ 小组成员对这

个问题进行了思考: “现在如果是 ２０００ 年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现的哪些创新对我们今天的社会

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会议列出了一系列综合

研究项目要研究的创新类型ꎬ 包括在农业、 电

子、 卫生保健、 消费品、 教育、 核能以及政府

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等领域的创新ꎮ

这些会议的消息反过来又刺激了其他教员

加入这个小组ꎬ 形成了几个研究小组 (处理小

企业创业、 企业内部创新和行业级技术创新)ꎮ

这些研究小组在 １９８３ 年春季定期开会ꎬ 从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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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明显看出ꎬ 首席执行官们提出的问题是需要

跨学科研究的ꎬ 他们强调创新研究的总体范畴ꎬ

超越了创新文献中普遍存在的细分和以功能为

导向的问题ꎮ 通过一个 “滚雪球” ( ｓｎｏｗｂａｌｌ－

ｉｎｇ) 的过程ꎬ 来自明尼苏达大学许多不同学科

的学者表达了对研究创新的兴趣ꎬ 并对从事跨

学科研究的机会表示欢迎ꎮ 因此ꎬ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

等 (１９８３) 提出了一项启动创新管理跨学科研

究项目的计划ꎬ 该计划随后在 １９８３ 年秋季得到

了海军研究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Ｎａｖ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的批准ꎮ 海军研究办公室的经费提供了 “种子

资金”ꎬ 此外ꎬ 从各种公共和私人来源获得 １６

项额外资助ꎬ 支持未来十年的明尼苏达州创新

研究项目ꎮ

在得到 １９８３ 年夏季的研究经费时ꎬ 项目团

队开始进行试点研究ꎬ 以熟悉他们的创新以及

研究创新过程的方式ꎮ 这些试点研究在当时特

别有用ꎬ 初步介绍了在其特定领域研究创新的

前景和问题ꎮ 我们发现ꎬ 每一项创新研究都有

其自身的本土特征ꎬ 包括组织研究设计、 获得

创新领域访问权限ꎬ 还有不同类型的对创新感

兴趣的、 聪明的管理者和利益相关者群体ꎮ 我

们还了解了创新发展从理念到实施的不同时间

跨度ꎬ 以及收集数据所需的不同方法和措施ꎮ

例如ꎬ 我们发现开发杂交小麦需要 ４０ 年才能为

杂交小麦创造 ９ 代雄性和雌性种子做储备ꎬ 而

开发生物医学创新需要大约 １０ 年可以通过食品

和药物管理局 (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规定的审批流程ꎬ 且可能只需要六个月时间即

可创建一家企业ꎮ 这些不同的创新时钟还需要

使用不同的方法ꎬ 以不同的数据收集工具 (如

档案、 与信息提供者的访谈或对会议和活动的

直接观察) 来衡量关键发展概念 (如想法、 人

员、 交易、 环境和结果)ꎬ 以及不同的时间间隔

(每天、 每月、 每年或更长的时间间隔)ꎮ 简而

言之ꎬ 每种创新都有其本土特色ꎮ

除了开展创新研究所涉及的广泛的实地工

作外ꎬ 项目的跨学科研究人员在 １９８３ 年秋季开

始定期 (大约每月一次) 开会ꎬ 以提出一个核

心概念框架来研究创新ꎮ 这些会议的目的是使

研究项目参与者能够探索各种创新领域之间协

作的可能性ꎬ 以及参与者所展现的研究兴趣和

能力ꎮ 尽管最初很少有关于如何进行研究的明

确承诺ꎬ 但是作为项目成员要遵守三个基本原

则: ①研究将跨组织、 多层次地在不同小组研

究创新过程ꎻ ②研究将是多学科的ꎻ ③研究将

是纵向的ꎮ

每个创新研究的独特和本土性质为我们提

供了一个巨大机会ꎬ 这是通过利用每个创新研

究团队的努力、 通过收集具有一致概念框架的

共同核心数据来提升知识水平的ꎮ 这样可以对

创新环境和类型进行严谨的比较ꎬ 以确定边界

条件基础上的创新过程理论ꎮ 刚开始并没有这

样一个通用的指导框架ꎬ 个人创新研究的结果

将是不可比较的ꎮ 这一框架是在 １９８３ ~ １９８４ 年

参与试点实地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利益相关者进

行多次讨论和谈判后形成的ꎮ 该框架采用了三

个标准来达成共识: 简单性、 重要性和普遍性ꎮ

简单性标准的前提是ꎬ 每个研究团队需要有足

够的自由来研究和追求其自主创新的独特问题ꎬ

以及明尼苏达州创新研究项目整体中交叉研究

的兴趣ꎮ 只有一个简单的通用框架才能提供必

要的灵活性ꎬ 允许对独特性方面进行处理ꎬ 而

不使研究人员或主体组织负担过重ꎬ 但追求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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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性不能以牺牲重要性和普遍性为代价ꎮ 明尼

苏达州创新研究项目的参与者一致认为ꎬ 对从

想法到实施或结束的创新过程进行研究ꎬ 代表

着对创新管理理解的重大概念性进展 (与迄今

为止对创新的前提和后果进行的广泛研究相

比)ꎮ 他们还一致认为ꎬ 通用框架应尽可能广泛

地涵盖正在研究的各种创新ꎮ

经过多次 (有时是激烈的) 讨论ꎬ 研究人

员开发了一个基于五个基本概念的通用框架:

想法、 人员、 交易、 情境和结果ꎬ 如图 ３ 所示ꎮ

之所以选择这些概念ꎬ 是因为它们构成了指导

创新的管理者关注的中心因素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１９８６)ꎮ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ꎬ 创新的过程包括激

励和协调人们通过与他人处理事务 (关系) 来

发展和实施新思想ꎬ 并在不断变化的制度和组

织环境中做出必要的调整以实现预期的结果ꎮ

这些概念的变化被编码为事件ꎬ 按时间顺序描

述了创新历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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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明尼苏达州创新研究项目的研究框架

　 　 研究人员对以上五个核心概念达成了共识ꎬ

发现它们在各自的研究中对描述随时间推移的

创新过程以及在不同研究之间进行过程比较方

面很有用ꎮ 然而ꎬ 这些比较是在抽象的理论水

平上进行的ꎬ 而不是在具体的可观测测量的水

平上进行的ꎮ 考虑到所研究的创新的固有性质ꎬ

研究者未能就操作定义和措施达成共识ꎮ 我们

的结论是ꎬ 不需要在所有研究中强加或强制使

用共同的操作性定义ꎬ 这些差异反而通过仲裁

或扩充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创新研究中的不同含

义和度量ꎬ 为我们提供了学习机会ꎮ 回想起来ꎬ

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ꎬ 因为它使以下方面成为

可能: 研究者在研究创新方面的几个创造性变

化、 成员在小组会议上分享他们不同但相关的

研究成果ꎬ 以及研究者在集体学习经历中的动

力ꎮ 在创新过程中ꎬ 我们只是在总体工作原则



从 “入世治学” 角度看本土化管理研究

— １０　　　 —

上有必要的共识 (包括参与者之间的操作细节

分歧的共识)ꎬ 在多元的本土情况下参与者之间

的谨慎协调能通过沟通差异提供建设性的学习

机会ꎮ

研究小组根据研究的不同创新进行了纵向

观察 (使用档案数据、 历史访谈、 问卷和实时

观察)ꎮ 大多数实地研究始于 １９８４ 年ꎬ 一直持

续到创新被实施或终止 (通常在十年内)ꎮ 总共

有 １４ 项研究是由不同的跨学科研究小组进行的

(包括来自明尼苏达大学 ８ 个学术部门及 ５ 个学

院的 １５ 名教师和 １９ 名博士生)ꎮ 参与纵向研究

的组织收到了定期的研究反馈ꎬ 并被邀请就他

们所从事的具体创新以及所有研究发现提出建

议ꎮ 后者是通过每年的研究研讨会完成的ꎬ 研

究人员向来自其他大学的创新管理者和创新学

者展示和讨论他们的研究成果ꎬ 同行反馈有助

于避免视野狭窄ꎮ 让外部参与者参与进来有助

于 抵 御 潜 在 的 “ 群 体 思 维 ” ( ｇｒｏｕｐｔｈｉｎｋ )

(Ｊａｎｉｓꎬ １９８３) 综合征的倾向ꎮ 创新管理者的贡

献尤其令人满意ꎬ 因为他们对研究计划产生了

持续的、 真正的兴趣ꎬ 并参与其中ꎮ

实践管理者成为了研究伙伴ꎬ 而不仅是其

他人研究中的被动受试者ꎮ 他们的评论提供了

大量的见解ꎬ 指出了新的理论方向ꎬ 并增加了

研究的现实意义ꎮ 除了这些定期的反馈会议和

研究研讨会之外ꎬ 研究人员还撰写了大量的论

文、 书籍ꎬ 并在科学和专业会议上发表了演讲ꎮ

来自创新研究项目的无形产品与这些有形产品

同样重要ꎬ 其中包括为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创

建一个智力激励的跨学科论坛ꎬ 以扩大他们对

创新的认识ꎬ 并帮助彼此学习如何攻克研究问

题和解释研究结果ꎮ 明尼苏达州创新研究项目

还作为催化剂ꎬ 指导和帮助了许多青年教师和

研究生进行纵向实地研究ꎮ

四、 结论

本篇文章的中心主题是ꎬ “入世治学” 是进

行严谨的本土化研究的一种建设性方式ꎮ 通过

参与和沟通不同社群利益相关者的观点ꎬ 本土

化研究既可以追求本地知识创新ꎬ 也可以追求

全球知识积累ꎮ 此外ꎬ 参与型本土化研究解决

了三个核心研究挑战ꎮ

(１) 问题制定和解决中利益相关者的参与ꎮ

许多管理学研究都是在还没有对问题及其本土

背景充分分析的基础上就开始进行理论阐述的ꎬ

这种现象可以被描述为进行 “不参与或非参与型

研究” (ｕｎｅｎｇａｇｅｄ ｏｒ ｄｉｓｅｎｇａｇｅ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２００７: ２７３)ꎮ 即使有充分分析ꎬ 他们也会

错过通过 “很好地解决错误的问题” 来发展知

识的机会 (Ｖｏｎ Ｇｌｉｎｏｗ ＆ Ｔｅａｇａｒｄｅｎꎬ ２００９: ８２)ꎮ

因此ꎬ 让利益相关者参与问题制定和解决的活

动是很重要的ꎮ 研究人员可以邀请本土代表加

入他们的研究团队ꎬ 并通过非正式的交谈、 采

访或小组会议与经历过这个问题的人进行讨论ꎮ

通过利用他们独特的能力ꎬ 由研究者和实践者

组成的研究团队有可能会更彻底地定位在特定

背景下的问题ꎬ 并确定本土化研究主题最重要

和相关的问题ꎮ

(２) 中国研究界内部的合作ꎮ 通过众多

“入世治学” 的学者长期的本土化研究ꎬ 追求

“中国的管理理论” 将成为未来中国研究界的使

命 ( Ｂａｒｎｅｙ ＆ Ｚｈａｎｇꎬ ２００９ꎻ Ｌｉꎬ ２０１２ꎻ Ｔｓｕｉꎬ

２００９)ꎮ 在这里ꎬ 与外国合作很重要ꎬ 但在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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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内部的学术合作也是必不可少的ꎬ 这对中

国管理研究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ꎮ 当前

国内学者 (学生与导师除外) 合作的情况很少ꎻ

大学间的合作研究是困难的ꎻ 跨学科学术研究

小组 的 成 功 案 例 并 不 多 见 ( Ｚｈａｏ ＆ Ｊｉａｎｇꎬ

２００９)ꎮ 目标分歧、 利益冲突和其他制度上的原

因都导致了这个问题ꎬ 因此合作精神和能力对于

“入世治学” 来说是至关重要的ꎮ 为了取得成功ꎬ

中国本土研究人员需要培养与众不同的、 有时是

冲突的利益谈判的能力ꎬ 以及接纳、 适应和整合

不同观点的技能ꎮ 没有这些技能ꎬ “参与可能就

像造就古老的通天塔”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ｏｗｅｒ ｏｆ Ｂａｂｅｌ)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２００７:

２９０): 在那里ꎬ 建造一座塔 ( “中国研究社

群” ) 实现理想 ( “中国管理理论” ) 的意图会

被人们嘈杂和混乱的语言所阻碍ꎮ

(３) 学者和管理者沟通ꎮ 正如我们的两个

例子所示ꎬ 高质量的本土化研究也可以为全球

知识做出贡献 (Ｔｓｕｉꎬ ２００４)ꎮ 为了实现这一目

标ꎬ 在 “入世治学” 模型的四个阶段中ꎬ 学者

和本地管理人员之间需要进行良好的沟通ꎮ

Ｈｕｆｆ (１９９９) 关于学术研究的 “对话隐喻” 意

味着ꎬ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学术对话需要

他们分享一些共同的知识ꎬ 以便更好地相互理

解ꎮ 但在现实生活中ꎬ 他们的语境知识、 兴趣

点、 思维方式甚至是预期的交际模式往往大相

径庭ꎮ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ꎬ Ｃａｒｌｉｌｅ (２００４) 的

知识转移、 翻译和转换策略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ｅｒｒｉｎｇ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

是有帮助的ꎮ 另一个有用的策略是 “深度解释”

(ｄｅｅｐ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Ｖａｎ ｄｅ Ｖｅｎꎬ ２００７: ２４９)ꎬ

这意味着说话者使用听者的知识库ꎮ 深入的解

释需要研究者弄清楚本土利益相关者知道什么

和不知道什么ꎬ 这样才能有效解释他们的研究ꎮ

通过在文化边界上进行大量的交流ꎬ 研究者可

以更好地发展适当的通用话语ꎬ 以共享和评估

彼此的知识ꎬ 从而使东西方管理研究界受益ꎮ

我们还要警惕以上 “入世治学” 模式本身

可能存在的文化局限性ꎮ 因此ꎬ 在中国本土研

究情境下ꎬ 学者们对该模型进行修改、 调整和

测试是非常重要的ꎮ 此外ꎬ 一旦融入中国本土

研究情境中ꎬ 研究的利益相关者也需要熟悉

“入世治学” 模型并使之合法化ꎮ 俗话说ꎬ “外

行看热闹ꎬ 内行看门道” (ｏｕｔｓｉｄｅｒ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ꎬ ｉｎ￣

ｓｉｄｅｒｓ ｃｈｏｏｓｅ)ꎬ 我们希望以上模型可以为更多

有经验的本土管理研究学者提供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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